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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致力于揭示高层管理团

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高管权力配置一直

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Aguilera等，2015[1]；

Desender 等，2013[2]；Haleblian 和 Finkelstein，1993[3]；

Smith等，2006[4])。正如Pitcher和 Smith(2001)[5]所言，

几乎没有比企业高管(及其关系)与绩效之间关系更

重要的问题了。在管理实践中，领导团队成员关系

影响企业发展的例子也常见诸媒体，如 2014年三峡

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被双双调离岗位的案例中，影

响高管团队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尽管正式职位存

在差异，但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在塑造权威的个人

特征上相对平衡，如二者年龄和资历相仿，任期和专

长相似等。该案例揭示了高管团队内部，尤其是“一

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权力配置对于组织秩序和

绩效的重要性。

在中国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构成了最重要

的二元结构(Chen等，2006)[6]，两个权力相近的最高

职位的设置也诱发了潜在冲突。董事长负责战略方

向和重大决策(Jiang和Kim，2015)[7]，而总经理通常负

责组织的日常运作和短期经营目标的达成。虽然从

职位上看，董事长比总经理更有权力(Chen等，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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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往往有多个来源。董

事长和总经理间的互动不仅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也

易受到其他权力特征(如个人能力、威望、年龄、经历

和社会地位等)的影响。因此，研究这种二元结构中

的权力配置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兼具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重要问题。

然而，目前有关CEO与其他高管之间的权力差

距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结论莫衷一是，甚至相互冲突

(Krause等，2014)[8]。一些研究表明，高管权力差距对

绩效有积极影响(Krause等，2015[9]；Smith等，2006[4])。
其背后的逻辑是，权力差距有助于明确权威，形成统

一指挥，降低决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协作成本，提高效

率，从而提高公司绩效。其他研究则认为，权力差距

限制充分沟通和信息共享，影响决策质量，从而降低

公司绩效 (Eisenhardt 和 Bourgeois，1988[10]；Haleblian
和Finkelstein，1993[11]；Pitcher和 Smith，2001[5])。本文

认为，这些相互冲突来源于职位权力是否一定带来

“权威”这一假设。具体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正式职

位能够自然而然地赋予CEO权威并且在高管团队中

形成层级(Tost等，2012)[12]，他们因此聚焦于权力差距

造成的信息交换障碍，以及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

响。相反地，其他学者则认为，CEO权威不能被天然

假定，它需要CEO的努力，也存在竞争(Ocasio，1994)[13]，
尤其受制于企业战略高层中争夺权力、地位和影响

力的较量(Shen和Cannella，2002)[14]。基于后面这种

假设，相关研究强调，高管权力差距的好处在于它能

够带来清晰权威和统一指挥，并有助于企业绩效提

升(Krause等，2015[9]；Smith等，2006[4])。
本研究同时考虑权力差距带来的正面效应(即

对权威、协作和执行效率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即
对信息和决策的消极影响)，并相应地分析权力差距

对于企业绩效的均值和稳定性(方差)这两个维度的

影响。一方面，本文认为，必要的权威是领导有效和

组织业绩的基本前提，为此，领导团队的核心(一把

手)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权力等方面优越于其他成

员(尤其二把手)时，对于建立有效的领导力和组织秩

序非常重要；另一方面，由于信息共享的问题，权力

差距更有可能使组织的成败得失系于一人，出现极

端表现的可能增加，因而造成绩效的波动。由此，权

力差距可能导致两种互相关联的结果：对绩效的正

影响(即更高的均值)和对绩效稳定性的负影响(即更

大的方差)，本文称之为“双刃剑”效应。为了更好地

发挥权力差距的正面作用并抵消它的负面影响，本

文提出了一个构型性(configurational)的调节因素：董

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二元凝聚力”(dyad cohesion)。
本文认为，二人之间的凝聚力或者融洽的工作关系

能够强化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同时减

轻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随后，本文探究了

影响权力差距“双刃剑”效应在企业层面的两个边界

条件：所有制和多元化程度。本文认为，“双刃剑”效

应在民营企业与多元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

著。基于 2000—2016年中国企业中董事长-总经理

的数据，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上述假设。

本文的研究主要做出了如下贡献。首先，已有

研究更多关注权力结构或分配对绩效的影响，而没

有对绩效稳定性给予同等重视。而本研究则把二者

同时纳入考量，揭示了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双刃

剑”效应。本文采用更为精细的方式考察了中国公

司中核心的权力架构，即董事长-总经理二元领导体

制中的权力分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积极(即对绩效)
和消极(即对绩效稳定性)影响，开拓了有关高管权力

分配的研究视野。其次，本文将领导者对组织的实

质具体作用和高管团队构型整合进高管团队的研究

中，就中国企业情境中核心权力架构的潜在最佳类型

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构想(Hambrick和Mason，1984)[15]。
同时，本文通过探究高管权力对企业绩效更为复杂、

微妙的作用，也对近期高阶梯队理论中高管效应的

讨论做出了贡献(Quigley和Graffin，2017)[16]。再次，

本文揭示了二元(团队)凝聚力、所有权以及多元化程

度对权力差距的互补和调节作用，从匹配的两个重

要维度——整体构型与权变性——丰富了结构权变

理论的研究，也为实践中不同情境下的团队搭配提

供了有意义的启示。最后，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立

足中国管理实践，对于权力理论和高管团队权力运

作的规律做出了有益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阶梯队理论从支配性联盟 (Cyert 和 March，
1963)[17]和有限理性(March和Simon，1958)[18]的观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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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认为高层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决策时，会受到自身

认知特点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Hambrick 和 Mason，
1984)[15]。这一思路产生了大量关于高管团队组成、

互动过程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其中，被关注最

多的是高管团队异质性与绩效间的关系。相比之

下，对高管团队内部权力配置的研究则一直以来相

对缺乏(严若森和赵亚莉，2022)[19]。正如一些学者指

出的，在高管团队成员人口统计特征及其构成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团队中的权力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互

动过程(Pitcher和 Smith，2001[4]；Smith等，2006[5])。事

实上，许多人口统计特征之后暗含着权力的因素，比

如在任时间、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包含

了权力的差别。

纵观现有西方关于高管团队权力差距(或权力

集中)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

权力集中对组织绩效存在负面影响 (Eisenhardt 和
Bourgeois，1988)[10]。这类文献认为，权力集中不利于

信息的自由表达和共享，从而影响决策质量；权力集

中会使得团队的其他成员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内

部斗争 (Eisenhardt 和 Bourgeois，1988[10]；Haleblian 和

Finkelstein，1993[11]；Pitcher和 Smith，2001[5])。Pitcher
和 Smith(2001)[5]提出，权力集中减少了观点的异质

性，不利于企业的战略选择。Dewett(2004)[20]认为当

高管团队中存在高的权力差距时，处于弱势地位

的成员不愿意冒险提出不同的观点。换句话说，企

业高管集权更容易造成乾纲独断，而开放式接纳成

员意见的团队更有可能获得更高回报(Haleblian和

Finkelstein，1993)[11]。近年来，中国学者以中国为背

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到了一些与西方研究相似

的结论。例如，缪小明和戴顶(2008)[21]验证了高管团

队的适度分权能充分发挥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决策效

率，从而提升企业绩效。戴雨晴和李心合(2021)[22]认
为，管理层内部的权力制衡有利于发挥积极的治理

作用，从而加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而国内组织

行为学中许多关于组织建言和创新的研究也认为，

更为平等的权力分配能够促进团队成员建言，因而

也更有利于创新，最终助益组织绩效[2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对权力集中与组织结

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权力集中更有

利于组织变革和提高绩效。第一，权力集中有利于

减少团队中的无端争论并促进决策的有效完成

(Smith等，2006)[4]，是改善团队效率，提高组织绩效的

重要机制。第二，权力集中可以减少恶性的内部斗

争，而高管团队中的内斗通常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Eisenhardt和Bourgeois，1988)[10]。第三，权力集中可

以提高组织变革的效率，有利于决策的制定并实现

高效率的战略转变。李文贵(2020)[24]的研究就表明，

在社会信任相对缺位的情况下，权力集中可以通过

缓解代理冲突、甚至避免分歧情境下由于利益相关

方妥协而带来的保守行为，从而提升民营企业做出

创新投资决策的有效性。

受“亲亲尊尊”文化传统的影响，权力配置在中

国有着清晰的文化烙印，再加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

史不长，组织内权力差距(即权力集中)与绩效之间的

关系需要仔细审视。在中国企业里，领导者经常表

现出家长式领导风格(Farh和Cheng，2000)[25]；当上级

不能展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时，下属可能难以

适从(王辉等，2006)[26]。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员工

通常认可领导者拥有相对强大的决策影响力(张龙

和刘洪，2009)[27]。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关于高管团队权力

结构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集权(或分权)可能带来的

信息成本 (或益处) (Eisenhardt 和 Bourgeois，1988[10]；

Pitcher和 Smith，2001[5])。然而，本文认为，分权带来

的信息优势是以组织中更基本的权威为基础的。现

有的研究假设权威是自然给定的，实际上这个假设

并无依据。组织混乱、内耗甚至解体的现象在现实

世界并不鲜见。即使在西方的现代企业中，权威也

不是天然的组织属性，有充足的证据揭示权力斗争

广泛存在于不同组织之中 (Ocasio，1994[13]；Shen 和

Cannella，2002[14])。根据韦伯(Weber，1978)[28]的观点，

对于一种指令/关系/行为，只有当其具备合法性时①，

权威才能够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权威的合法性基

础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在西方，由于法理权

威被广泛接受，正式职位往往能够保证领导者的权

威(Tost等，2012)[12]；而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下，受到种

种传统因素的影响，权威往往跟随个人(非正式权力)
而非职位。而非正式权力很多正是基于社会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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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带来的权力。刘锦等(2015)[30]研究发现，CEO非正

式权力，如CEO的年龄、CEO在其他单位兼职均与其

正式权力显著正相关。考虑到权力差距对权威和信

息的不同影响，本文提出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双重

效应的假设。

1.高管权力差距和企业绩效：均值与稳定性

本文认为，一把手与其他团队成员(尤其是二把

手)之间保持适当的权力差距有助于维护一把手的

权威，保持组织秩序稳定，抑制内部冲突和提高效

率。只有当权威获得了承认，统一指挥才有可能，而统

一指挥正是组织有效性的必要条件(Fayol，1949)[31]。
强有力且直接清晰的领导不仅对组织的成功至关重

要，也向各种利益相关者表明了谁对组织负责的清

晰信号。具体而言，权力差距能够从两个方面促进

企业绩效。

一方面，权力差距遏制了潜在的内部冲突和权

力斗争。Cyert和March(1963)[17]认为，公司作为一个

联合体，高管团队中的不同子群体可能存在不同的

利益，因此有可能产生冲突。比如，负责营销的管理

人员可能希望提高营销经费，而负责财务的管理人

员可能认为营销费用应该削减。Fligstein(1987)[32]发
现，因为所处职位和职能背景的不同，会导致管理人

员的侧重和立场不同，从而导致冲突。因此，高权力

差距的一把手有足够权威，更有可能摆平这些各执

一词的个人或者群体，在团队中发挥协调作用。

Pfeffer(1981)[33]观察到，“当权力集中时，事关组织目

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手段的政治性冲突会得到

抑制，因为那些反映组织中支配联盟的观点会在组

织中被大家接受”。与之相反，当权力分散的时候，

高管团队中有可能会出现权力斗争，造成严重的后

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组织的衰退(Ocasio，
1994[13]；Shen和Cannella，2002[14])。

另一方面，权力差距提升了决策制定和战略执

行的效率。当每个人在战略制定中的话语权相同

时，整个团队的决策过程可能十分缓慢。Smith等

(1994)[34]指出，权力平等的团队有可能因为内部讨论

冗长而效率低下，从而议而不决，延长战略选择的过

程，最终错失机遇。他们认为，只有当领导者有效掌

控议程和推动决策制定时，才能提高效率。Harrison

等(1988)[35]认为，拥有强大权力的CEO更容易对组织

负责。同时，集权化的权力架构能够降低协作成本，

并提高执行效率。

总的来说，战略高层的权力差距更可能强化权

威，降低不确定性，形成统一指挥并提升决策制定与

执行的效率，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最终提高组织绩

效。部分实证研究也发现了集权和组织绩效之间的

正向联系。Smith等(2006)[4]发现高管团队内的权力

不平等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正向关系。当团队内最高

权力二元体享有更多权力，而且团队成员因职能背

景和行业经验的差异带来的多样性得到有效利用

时，组织通常有更好的表现；尤其是当一把手比二把

手年长且有更丰富的从业经历时，这一结论更为稳

健。卫旭华等(2015)[36]的研究也表明，高管团队的权

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有间接的促进作用。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权力差距与企业绩

效呈正相关。

本文认为权力差距可能会同时导致更大的绩效

波动，即更大的绩效方差。这是因为，权力差距的增

大会抑制来自其他管理人员的信息输入与交换，他

们因而不能或者不愿意发表意见，导致信息共享不

充分(Desender等，2013)[2]；企业的决策因而越可能由

一个人做出，更容易受到最高领导者个人素质和决

策质量的影响。由于领导者的决定难免受到人性弱

点和有限理性的约束，个人判断出错的风险无法被

分散，从而增加了做出极端决定的可能性。如果领

导者恰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权力集中带来的协作

效率会带来超出预期的良好结果。例如，段梦然等

(2021)[37]发现，界限分明的权力等级有助于高管之间

的分工和协作，因此，董事长与总经理间权力差距越

大，企业的投资效率越高。换言之，在这种组织中，

第一类错误(放弃一个好的项目)出现的可能性较低

(Sah和 Stiglitz，1986)[38]。相反，如果领导者做出错误

的决定，不利影响也可能随之发生：这种组织也不容

易放弃一个坏项目，因而更可能诱发第二类错误(Sah
和Stiglitz，1986)[38]。例如，过度自信的领导者可能高

估自己控制环境的能力与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这

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损害企业价值与诱发股价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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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风险(Mamun等，2020)[39]。最终的结果是，权力差

距更可能导致极端的绩效表现和更大的绩效波动。

Li和Tang(2010)[40]研究发现，CEO由于两职合一导致

的大权在握以及过度自信带来的傲慢提高了公司采

取冒险战略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往往低估高风险战

略失败的几率。钟熙等(2021)[41]的研究也表明CEO
个人权力会带来极端绩效，加大业绩波动。

相比之下，当权力差距较小时，最高领导者乾纲

独断的自由度更小，团队中的成员更有可能畅所欲

言，促进多样化信息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碰撞，促进

团队多样化的专长和技能有效发挥。而且，在这种

情况下，领导者也需要(或者不得不)照顾到不同人的

观点和利益，必要时做出妥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或减少极端决定的出现(Patel和 Cooper，2014)[42]。
换言之，较小权力差距所带来的群体性决策因汇集

了不同的声音而有助于规避风险，从而规避极端的

绩效表现 (Patel 和 Cooper，2014) [42]。 Sah 和 Stiglitz
(1986)[38]的研究揭示，由于团队中大多数人的认可是

一个决定得以接受的前提，群体性决策往往能够规

避坏的项目，虽然这往往也意味着群体性决策会让

企业错过好的项目。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权力差距与企业绩

效稳定性呈负相关。

2.影响“双刃剑”效应的团队构型：二元凝聚力

权力差距对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带来了如下问

题：如何利用权力差距的积极作用(即更高的平均绩

效)同时抑制其消极影响(即更低的绩效稳定性)?如
何选择合适的组织结构以适应情景因素，从而获得

更高绩效?这些正是结构权变理论关注的核心问

题。结构权变理论 (structural contingency theory)认
为，没有最优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的适用性取决于

组织当下的情境因素。若能将组织结构与组织当下

情境适配，组织将是有效的(Donaldson，2001)[43]。匹

配作为结构权变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通常包括

一致性、权变性和整体构型。为此，本部分主要识别

并确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的团队构型和行为整合因

素(Pitcher和Smith，2001)[5]。高阶梯队理论的经典研

究认为，团队内在的凝聚力、充分的沟通和融洽的氛

围能够调节集权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 (Smith 等，

1994)[34]。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多样化的信息和不同

的观点只有被充分表达和有效整合，才能发挥积极

作用。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认为，在中国公司二元权力

结构的情境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源于他们经历

和互动而带来的彼此欣赏，关系和谐，精诚合作，共

担责任形成的凝聚力(Barrick等，2007)[44]，能够有效

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二人之间的凝聚力能够降

低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保持组织的秩序，从而保障权

力差距带给绩效的好处；另一方面，二元凝聚力促进

了信息交换，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矫正或者抵消

权力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同时伴

有二元凝聚力的权力差距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高管团

队的结构构型，从而对高阶梯队理论中有关凝聚力

的观点进行了深化。

二元凝聚力可以建立在长期合作和共同的工作

经验之上(Barrick等，2007)[44]，因为共同经验带来了

良好的协作关系，较高程度的共识，常态化的交流方

式，相似的价值观、期望和规范。正如Smith等(1994)[34]
所指出的，“合作良好的高层管理团队反应更快、处

理问题更加灵活、能运用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比其他

团队更加高效”。和睦共处的团队成员更能理解彼

此的角色，从而提高决策制定和协调的速度。比如，

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45]发现，团队(重叠)任
期是新创企业高管团队表现出色的重要前因，这是

因为共同的工作经历能够实现更加高效的决策。同

时，长期共事的工作经历更有可能使得团队成员能

够自信放松地分享信息并发挥各自的才能。比如，

Bantel和 Jackson(1989)[46]也认可经验丰富的高管团队

有时间建立惯例并彼此了解，从而能够充分发挥每

一名团队成员独特的能力。此外，由于印象管理压

力的降低，人们也会更多地表现出征求意见的行为，

而不必造成印象管理或者敏感信息泄露的担心。

在管理实践中，高层领导者之间因为长期合作

产生积极作用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万科集团在

王石和郁亮时代拥有非常稳定的董事长-总经理二

元权力结构。董事长王石和总经理郁亮在各自的位

置上工作了超过15年。二人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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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为万科的创始人，王石年纪更大，眼光长远，

性格坚韧并且脾气暴躁，而郁亮则更加年轻，性格温

和，彬彬有礼，心胸宽广。由于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

并且频繁参加诸如登山等活动，王石在国内可谓家

喻户晓；而郁亮更多时候专心于公司的运营。当被

问及他和王石之间的分工，郁亮回答道：“主席(王石)
跟我有这么长时间的默契了，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

明确分工是什么，只要我们把事情做好就行了，有时

候真的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的合作过程中，这些事

情都处理得很好。”②

总而言之，二元凝聚力拥有维持组织秩序和促

进信息交换的双重好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董事长-总经理之间的二元凝聚力能够加强

权力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H2b：董事长-总经理之间的二元凝聚力能够削

弱权力差距与企业绩效稳定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3.“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所有制与多元化程度

结合高阶梯队理论与结构权变理论，本文进一

步关注组织的不同特点如何影响权力差距的“双刃

剑”效应。Hambrick(2007)[47]在发展高阶梯队理论时

试图解释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业绩之间不一致甚

至相互冲突的研究发现。他认为：管理者在不同组

织中自由裁量权的不同，调节了管理者特征与组织

绩效之间的关系。影响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的因素包

括环境、组织和管理者个人特点。本文主要关注两

个组织层面的权变因素：所有制和多元化程度。因

为这两个因素与管理者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也与

本文以上所讨论的组织对权威的需求和组织中信息

交换的相对重要性直接相关。

(1)所有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因为所有制性

质不同，其面临的挑战、治理结构和管理实践也呈现

出诸多差异，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权力差距的效应

也可能不同。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领导者(尤其是

企业家)较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

权，因而也就能够对企业施加更大的个人影响。同

时，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短，制度化程度低，这也就意

味着，在民营企业里，非正式权力对正式职位的加持

作用更加突出，领导者的权威往往与领导者的个人

特点息息相关，创始人或领导者的知识、信息和技术

等人力资本为其带来权威与控制权(徐炜和王超，

2016)[48]。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发展历史较长，体制、

政策和政府主管部门等约束有效制衡了决策自主

权。本文认为，权力差距对于绩效的双重效应在民

营企业中会更加明显。

更加重要的是，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环境使得

快速决策和执行以及成本控制成为必然，因此也需

要更高的权力集中度。一般而言，民营企业面临着

不确定性更强的生存环境，需要迅速做出决策以应

对环境变化；并且，由于民营企业常常面临社会信任

度不高的环境与一体化较低的市场，权力集中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低信任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李文贵，

2020)[24]。此外，民营企业长期面临更多的资源约束，

更激烈的市场竞争。Boyd(1995)[49]认为，权力集中在

不确定性强的环境下更加有利，因为它能够加速决

策并提供统一指挥以应对不确定性。因此，对于民

营企业而言，迅速做出决策并提高执行效率才能抓

住机会。同时，民营企业面临的激烈竞争也意味着

它们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而更加集权的结构显然有

利于成本控制。

此外，权力差距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民

营企业中也得以放大。如前所述，权力差距阻碍了

信息交换和(不同的)观点表达，抑制了团队其他成员

在决策上的作用，凸显民营企业家个人的优点(比如

高瞻远瞩，嗅觉灵敏等)或者缺点(人为失误、有限理

性)，因而增加极端表现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权力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

民营企业中较在国有企业中更强。

H3b：权力差距和企业绩效稳定性之间的负相关

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较在国有企业中更强。

(2)多元化程度。另外一个影响权力差距对绩效

影响的边界条件是多元化程度(Hoskisson和 Johnson，
1992)[50]。在公司战略上，企业可以聚焦于核心业务，

也可以涉足不同的行业。公司的多元化程度影响着

其运营、决策和汇报的流程，因而也影响权威树立与

信息交流的作用。

Sanders和Carpenter(1998)[51]认为，复杂的战略提

高了管理的难度，因为需要更细致的分工。现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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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高度多元化的企业往往有更多的管理层级

以及更复杂的组织架构(Aggarwal，1981)[52]。例如，许

多多元化的大公司都采用了M型组织架构(Chandler，
1962)[53]。这种架构更多强调企业各个业务部门的活

力，倾向于把部分权力下放到各个事业部。因此，多

元化程度越高，运营管理中的具体事项就越可能交

由事业部经理负责。集团领导者不需要制定不同

业务的具体战略，能够从日常运营中抽离出来，重

点关注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整合协调和投资组合

管理。因此，领导者较高的权威不仅使得不同部门

执行效率较高、较好地控制成本，而且能够提高各

部门的协调、降低组织内耗。此时，高管权力差距

所树立的权威能够减少事业部“各自为政”的情

况。而在多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比如核心业务

单一的企业，领导者更多直接参与企业或者部门的

运营。这意味着，多元化较高的企业中，高层领导

者树立权威是促进绩效的有效手段。基于此，本文

推测多元化程度较高时，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

相关关系将增强。

此外，在高度多元化的，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的

企业中，部门间信息异质性程度较高且相对分散。由

于事业部之间运营资产和能力相互独立、更少依赖精

细控制系统，以及不同业务之间较少相互依赖，信息

交流也相对较少(Henderson和 Fredrickson，1996) [54]。
在这种情况下，高管层(包括一把手)对具体业务的了

解很难准确而全面，因此，由过高的权力差距导致的

一把手的强势可能导致错误决策的几率提高，从而

放大绩效波动。相反，在多元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如

核心业务单一或相关多元化的企业里，领导者更能

够理解不同部门之间资源和运营的细节，准确地把

控公司的发展方向，此时强势的领导者更加可能做

出正确决策，带来较低的绩效波动。也就是说，在高

度多元化的公司中，权力差距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

影响也会更大。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当多元化程度较高时，权力差距与企业绩效

的正相关关系将增强。

H4b：当多元化程度较高时，权力差距与企业绩效

稳定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将增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

本文的样本覆盖了2000—2016年沪深A股上市

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包括管理者

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地位等相关信息，但部分信息仅

披露至 2016年，因此本文选择 2016年为截止时点。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采用了新的企业治理

模式，将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开，本文仅将二职分

开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约占总数的 82.6％)。由于

董事长拥有比总经理更大的权力(Chen等，2006)[6]并
且二者构成了企业的战略高层，本文所谓“二元权力

结构中的权力差距”即指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权

力差距。同时，为缓解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相关连

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

2.变量定义及测量

(1)被解释变量。首先，本文用资产回报率来衡

量企业绩效(Shen和Cannella，2002)[14]。对于绩效稳

定性，本文采用 Sanders和Hambrick(2007)[55]所采用

的方法，对ROA进行含有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

后，得到每年每家企业观测值的残差并取绝对值，最

后对绝对值进行反向编码。这一变量刻画了在考虑

外部环境与企业特征下，当年企业绩效的异常波动

情况。

(2)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是权

力差距。权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可以有多个来

源。理论上看，依据Finkelstein(1992)[56]的研究，它大

致包括四个维度：结构性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性

权力和威望性(或声誉性)权力。现有实证研究已经

发展出了一套衡量这些权力来源的方法，本文则选

用相对综合性的四个指标：薪酬、股份、受教育程度

和政治背景，来大致对应权力的四个维度，从而得到

权力指数。

依照 Finkelstein(1992)[56]的观点，薪酬代表着结

构性权力，股份代表着所有权权力，而受教育程度可

以视作专家性权力的代理指标，因为在中国的背景

下，基于考试的能力考核制度由来已久，较高的受教

育程度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专业知识。实证而言，本

文根据董事长和总经理当年所领取货币薪酬总额衡

量结构性权力，利用董事长与总经理当年该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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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衡量所有权权力。同时，本文根据 Thomas等
(1991)[57]的方法，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可具体化为其

学历和学位水平，从中专学历(=1)到博士学位(=5)。
在中国的情境下，本文使用政治地位作为威望性权

力这个维度的代表。考虑到中国政府的重要角色，

管理者同政府的紧密关系不仅仅是个人和组织的资

产，而且能够赋予他们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声望，构

成威望性权力的重要来源。本文从管理者的简历当

中收集数据，判断他们是否(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若是，区分具体级别③。本文收集并计算了

在每一个权力指标上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差别

(Krause等，2015)[9]，随后对这些数值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④，最终计算标准化后的四个权力指标的均值作为

衡量权力差距的标准(Chin等，2013)[58]。
本文调节变量为二元凝聚力、产权性质和多元

化程度。首先，本文使用董事长和总经理的重叠任

期，即在某一特定年份之前两人在公司共事的年数

(Barrick等，2007[44]；Eisenhardt和Schoonhoven，1990[45])，
作为衡量二元权力结构中的凝聚力的标准(张建君

和张闫龙，2016)[59]。任期重叠时间越长，两人之间越

有可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反之亦然。其次，公司

所有制则根据控股股东的性质进行编码。如果为民

营企业，本文将其编码为1；如果控股股东是政府，本

文将其编码为 0。最后，多元化程度，本文采用经典

并广为接受的熵测度法，基于各个业务的销售比重

进行衡量(Hoskisson，1987)[50]。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地区制度

层面的特征。企业规模以企业当年总员工人数的对

数衡量。企业杠杆率以企业的经营杠杆衡量。上市

年龄为该企业公开上市的年数。成长性为企业的总营

收增长率。本文也同时控制了公司治理因素(Aguilera
等，2015)[1]，比如董事会规模，以董事总数衡量；股权

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所拥有股份的百分比来衡量。

本文也控制了高管团队的变量，如高管的专业异质

性，即用1减去高管中属于每一个范畴的人所占比例

的平方和后得到的差(Carpenter，2002)[60]。本文用国

泰安数据给出的九种专业——生产、研发、设计、人

力资源、管理、市场、金融、财务和法律——计算高管

团队的专业异质性。宏观层面上，为了衡量地区制

度环境的影响，本文考虑了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市

场化指数。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 1所示。表 1同时

呈现了本文主要变量均值、方差的描述性统计。其

中，主要变量的取值均与现有研究大体相同。其中，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权力差距为标准化取值，因此均

值从理论上接近于0。
3.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检验董事长与总经理间

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企业绩效

绩效稳定性

权力差距

二元凝聚力
产权性质

多元化程度
公司规模
成长性
杠杆率

上市年龄
董事会规模
股权集中度

高管团队专业异质性

市场化指数

变量含义及说明
资产回报率(ROA)
对ROA进行含有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回归后，得到每年每家企业
观测值的残差并取绝对值，最后对绝对值进行反向编码
区分了董事长与总经理间薪酬、持股数、受教育程度和政治背景上
的差别，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标准化后的四个权力指标
的均值
当年之前两人在该企业共事的年数
如果最终控股股东是民营企业则为1，国有企业为0
熵测度法，基于各个业务的销售进行衡量
企业当年员工总人数的对数
企业的总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的经营杠杆率
企业公开上市至当年的年数
董事会中的总人数
前五大股东持股占比(％)
以Blau指数衡量，即用 1减去高管中属于每一个范畴的人所占比
例的平方和后得到的差
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

均值
0.0409
-0.0213

0.0125
3.2437
0.5893
0.4972
21.6663
0.2173
0.6192
8.3831
10.2982
59.0541
0.0542
8.1818

标准差
0.5887
0.5088

0.5412
3.9840
0.4920
0.2889
1.3336
0.4481
0.7919
5.8904
3.3149
15.5811
0.2264
2.3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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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i，t /ROA_Di，t=α0+α1Power_Distancei，t-1+
α2Xi，t-1+ui+τt+εi，t (1)

其中，ROA与ROA_D分别代表因变量企业绩效

与绩效稳定性，Power_Distance代表核心解释变量董

事长-总经理权力差距，Xi，t-1表示上文提到的一系列

控制变量，ui为企业固定效应，τ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关心系数α1的符号及显著

性。同时，本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从而排除与时间

无关的企业层面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也控制时

间固定效应，从而将对企业都有影响的事件纳入考

虑。同时，为控制潜在的截面相关问题，本文所有回

归标准误在企业维度上聚类处理。

四、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2列示了基准回归结果。除了企业上市年龄，

其余随时间变化的变量都进行了滞后1年处理。第

(1)列和第(2)列预测企业绩效，第(3)列和第(4)列预测

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具体而言，第(1)列与第(3)列呈

现了不包含固定效应的结果；第(2)列与第(4)列加入

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本文的第一组假设认为权力差距与企业绩效正

相关(假设H1a)；与企业绩效稳定性负相关(假设H1b)。
第(2)列显示，从统计显著性上看，权力差距对绩效的

系数估计显著为正(β=0.8689，p＜0.01)。第(4)列显

示，权力差距对绩效稳定性的系数估计显著为负

(β=-0.7400，p＜0.01)，初步验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

高管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剑”效应。进一

步，在图1中，本文根据原始数据和样本对结果进行

了可视化处理。直方图展示的是原始数据中企业绩

效表现的分布，分别对应高水平的权力差距(即较均

值高1个标准差)和低水平的权力差距(即较均值低1
个标准差)。从图 1中可见，高权力差距的企业展现

出了更好的绩效表现(观测集中于高水平绩效)和更

差的稳定性(拥有较大的两端极值的分布)。
就控制变量的结果而言：首先，以员工人数衡量

的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与绩效稳定性正相

关，与文献的常见结论相一致。其次，企业杠杆率的

提升同样不利于企业绩效、绩效稳定性，这与Krause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权力差距

公司规模

成长性

杠杆率

上市年龄

董事会规模

股权集中度

高管团队专业异质性

市场化指数

截距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调整R2

(1)
企业绩效(ROA)

0.8937***
(0.0645)

-0.0281***
(0.0053)
-0.0037
(0.0049)

-0.0199***
(0.0036)
-0.0011
(0.0011)

0.0024***
(0.0008)
0.0006
(0.0004)
0.0322**
(0.0138)
0.0010
(0.0034)

0.6163***
(0.1210)

否
18465
0.638

(2)
0.8689***
(0.0733)

-0.0442***
(0.0094)
0.0005
(0.0051)

-0.0214***
(0.0038)
0.0019
(0.0038)
0.0014*
(0.0008)
0.0006
(0.0005)
0.0192
(0.0146)
0.0015
(0.0098)

0.9689***
(0.1929)

是
18465
0.642

(3)
绩效稳定性(ROA_D)

-0.7634***
(0.0555)

-0.0145***
(0.0047)
0.0062
(0.0041)

-0.0231***
(0.0028)

0.0055***
(0.0010)

-0.0022***
(0.0006)
0.0004
(0.0004)
-0.0185*
(0.0108)
0.0006
(0.0028)

0.2830***
(0.1015)

否
18465
0.683

(4)
-0.7400***
(0.0611)

-0.0262***
(0.0082)
0.0032
(0.0041)

-0.0214***
(0.0030)
0.0070**
(0.0032)

-0.0015**
(0.0006)

0.0012***
(0.0004)
-0.0116
(0.0111)
-0.0097
(0.0082)

0.5287***
(0.1652)

是
18465
0.690

注：***p＜0.01，**p＜0.05，*p＜0.1；括号内汇报聚类稳健标准误，如无特殊说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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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5)[12]的结果类似，表明企业债务过高对于企业

表现的负面影响。最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和

绩效稳定性均呈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目

前情境下股权相对集中的正面效应。由于这并非本文

关注焦点，这里不做过多分析。此外，高管团队异质性

的提升也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但并没有显著地影响

绩效稳定性，从侧面验证了多样化信息交流与观点

碰撞对于企业做出正确战略决策的积极意义。

2.团队构型与边界条件结果分析

表 3列示了本文剩余假设的回归检验结果。本

文的第二组假设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凝聚

力(以重叠任期来测量)能够加强权力差距与绩效之

间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2a)，同时降低权力差距对绩

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假设H2b)。第(1)列显示，权力

差距和任期重叠的交互项系数估计显著为正。第(5)
列显示，权力差距和任期重叠的交互项系数估计也

显著为正。因此，假设H2a和假设H2b得到验证。

假设H3a和假设H3b聚焦所有制的调节效应。从

第(2)列中可以看出，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

响在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假设H3a得到验

证。第(6)列显示，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稳定性的负

向影响也在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因而假设H3b也得

到验证。这些发现表明，在民营企业，一把手的权力

和个人素质对于企业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为突出，

积极和消极效果同时放大。最后一组假设认为，多

元化会同时放大权力差距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和对绩

效稳定性的负向影响。从第(3)列中可以看出，权力

差距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因多元化程度提高而有

表3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权力差距

二元凝聚力

产权性质

多元化

权力差距×二元凝聚力

权力差距×产权性质

权力差距×多元化程度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调整R2

观测值

(1)
企业绩效(ROA)

0.8329***
(0.0721)
0.0023
(0.0075)

0.1129***
(0.0394)

控制
是

0.669
18465

(2)
0.5931***
(0.0508)

0.0011
(0.0112)

0.4351***
(0.0582)

控制
是

0.684
18465

(3)
0.6531***
(0.0701)

0.0194***
(0.0072)

0.5164***
(0.0263)
控制
是

0.680
18465

(4)
0.4006***
(0.0553)
0.0006
(0.0074)
-0.0028
(0.0097)

0.0184***
(0.0063)

0.1213***
(0.0406)

0.3977***
(0.0546)

0.4247***
(0.0295)
控制
是

0.741
18465

(5)
绩效稳定性(ROA_D)

-0.7616***
(0.0659)
-0.0031
(0.0021)

0.0684***
(0.0081)

控制
是

0.705
18465

(6)
-0.5062***
(0.0422)

-0.0063
(0.0090)

-0.3690***
(0.0482)

控制
是

0.733
18465

(7)
-0.5761***
(0.0594)

-0.0088
(0.0056)

-0.3924***
(0.0202)
控制
是

0.721
18465

(8)
-0.4306***
(0.0496)
-0.0018
(0.0020)
-0.0028
(0.0084)

-0.0105**
(0.0049)

0.0619***
(0.0078)

-0.3070***
(0.0478)

-0.3216***
(0.0239)
控制
是

0.765
18465

图1 权力差距对企业绩效分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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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增强。第(7)列则显示权力差距对绩效稳定性的消

极影响也被多元化所强化。这主要体现了多元化程

度提高后，高管权力差距一方面能树立明确的权威，

有利于领导不同业务部门，提高执行效率、促进业务

协同并最终促进绩效提升；另一方面，高管权力差距

也会抑制信息交流，在多元化程度提高、不同部门间

业务差异变大时，放大绩效的不稳定性。因此，假设

H4a和假设H4b得到验证。最后，为了完整揭示本文理

论模型的所有变量，在第(4)列与第(8)列呈现了包含

所有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与三组调节变量回归

的结果，本文关心的三组调节变量系数符号与显著

性和前述保持一致。

同时，为了展示调节效应，本文以二元凝聚力为

例，基于前文回归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权力

差距对于绩效的影响在高二元凝聚力的组别中得到

正向调节，而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在高二元

凝聚力的组别中也被缓解。因此，假设H2a和假设H2b

进一步得到支持⑤。

3.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考

虑到2008年新会计准则施行的影响，本文将2008—
2016年为本文样本区间重复基准回归模型，结论如

表 4第(1)列与第(2)列所示，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

致。同时，在第(3)列与第(4)列中，纳入了本文关心的

表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变量

权力差距

二元凝聚力

产权性质

多元化

权力差距×二元凝聚力

权力差距×产权性质

权力差距×多元化程度

控制变量
交互固定效应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调整R2

观测值

更换样本区间
(1)

ROA
0.8084***
(0.0943)

控制
否
是

0.668
10519

(2)
ROA_D

-0.7190***
(0.0825)

控制
否
是

0.706
10519

(3)
ROA

0.3272***
(0.0832)
-0.0054
(0.0069)
-0.0003
(0.0097)

-0.0154**
(0.0074)
0.0910**
(0.0396)

0.5113***
(0.0415)

0.1954***
(0.0276)
控制
否
是

0.749
10519

(4)
ROA_D

-0.3473***
(0.0756)
0.0045*
(0.0024)
0.0069
(0.0081)

0.0174***
(0.0064)

0.0577***
(0.0053)

-0.4161***
(0.0377)

-0.1524***
(0.0247)
控制
否
是

0.772
10519

考虑交互固定效应
(5)

ROA
0.8880***
(0.0784)

控制
是
是

0.663
18465

(6)
ROA_D

-0.7510***
(0.0647)

控制
是
是

0.714
18465

(7)
ROA

0.4217***
(0.0591)
0.0000
(0.0079)
0.0080
(0.0090)

0.0170***
(0.0063)

0.1177***
(0.0416)

0.4113***
(0.0606)

0.4050***
(0.0299)
控制
是
是

0.758
18465

(8)
ROA_D

-0.4518***
(0.0530)
-0.0022
(0.0018)
-0.0090
(0.0076)
-0.0092*
(0.0047)

0.0624***
(0.0088)

-0.3215***
(0.0534)

-0.2945***
(0.0237)
控制
是
是

0.786
18465

图2 二元凝聚力(任期重叠)对于权力差距和企业绩效分布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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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调节变量，回归结果与假设预期相符。

而对于内生性问题，首先，尽管本文控制了企业

与年份固定效应，但仍可能存在宏观层面遗漏变量

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年份与省份-年份

的交互固定效应，结果呈现在表 4的第(5)列与第(6)
列，权力差距的系数显著性与方向仍旧与假设相符。

同时，为了检验交互固定效应是否会影响核心解释变

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在第(7)
列与第(8)列中加入了假设检验中包含的三组调节变

量。相关检验的回归结果依旧与前文检验相符。

考虑到将权力差距的多个具体维度相加得到总

指标可能存在加总偏误，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

误差，本文进一步将构建权力差距指标的四个指标

单独回归，考虑其对绩效与绩效稳定性的影响。由

于可能的偏误来源主要在于指标测算，因此本部分

仅关注核心解释变量指标的子指标。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结论依然维持稳健。具体而言，分别将正文中

的四个计算维度：标准化后的薪酬差异、股份、受教

育程度和政治背景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由于标准

化后系数可以直接比较，具体来说：学历与政治背景

所带来的权力差距系数在四个维度中相对较大，而

股份差别所带来的权力差距系数在四个维度中相对

较小。

权力差距可能会受到企业绩效和绩效波动的反

向影响(Shen和Cannella，2002)[18]。良好的企业绩效

可能会让领导者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文通过用工具

变量估计来考察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利用企业总部

的地理位置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受文化和历史因

素的影响，地域可能影响人们对于权力的态度，但企

业总部的地理位置是相对外生的。中国的南北方文

化存在差异，这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于权力

结构的不同偏好。如，北方可能更加重视政治权力

和上下等级，而南方则更看重贸易和商业。因此，企

业总部的地理位置(即位于北方或南方)会影响人们

对于权力差距的态度，但这一因素对企业绩效并没

有直接关联，这恰好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本文进

一步使用总部的地理位置和年份哑变量之间的交互

项来避免工具变量缺乏时间变化的问题，本文通过

如下方式考察工具变量：一阶 F检验缓解了弱工具

变量的担忧；Hansen J检验发现工具变量并不会引

起过度识别检验问题。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与

本文所报告的基本相似。此外，本文还考虑了绩效

指标的替代度量方式。采用 Tobin Q作为企业绩效

的替代衡量，由于企业绩效波动往往并非管理层所

愿，因而可能存在更高的操纵动机，本文采用β系数

这一更为外生的指标衡量绩效波动性，同样验证了

高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⑥。总之，上述实证结

果表明：在企业中树立一把手权威的同时，也要防范

其对绩效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本文考察了在中国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

的权力差距对绩效和绩效稳定性的双重影响。通过

揭示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及其背后的权威与信

息两个核心作用机制⑦；并通过实证考察权力差距对

企业绩效两个维度的不同影响，本文部分调和了文

表5 区分权力差距不同维度

变量

薪酬差距

股份差距

学历差距

背景差距

控制变量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调整R2

观测值

(1)
ROA

0.2132***
(0.0424)

控制
是

0.195
18465

(2)
ROA

0.1333***
(0.0388)

控制
是

0.103
18465

(3)
ROA

0.2745***
(0.0057)

控制
是

0.308
18465

(4)
ROA

0.2767***
(0.0066)
控制
是

0.297
18465

(5)
ROA_D

-0.1868***
(0.0368)

控制
是

0.229
18465

(6)
ROA_D

-0.1188***
(0.0345)

控制
是

0.129
18465

(7)
ROA_D

-0.2284***
(0.0050)

控制
是

0.328
18465

(8)
ROA_D

-0.2325***
(0.0054)
控制
是

0.321
1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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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关于权力差距对绩效的相互冲突的发现。研究

结果表明：权力差距与绩效正相关，而与绩效稳定性

负相关。因为股东们和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仅

偏好绩效优良的企业，对长期增长、业绩稳定的企业

更是情有独钟，本文将权力差距对绩效的这种双重

影响称为“双刃剑”效应。

本文认为：一方面，权力差距能够帮助领导者获

得/维持权威，树立统一指挥，提高决策和执行效率，

因此有利于绩效提高。而权威的获得不仅仅依赖正

式职位，也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合法性基础密切相

关。尤其是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环境中，领导者的

权威往往来自个人特征，而不仅仅是正式职位。当

个人特征与文化传统或社会规范相一致时(例如日

本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中的年龄/资历)，个人特征

(非正式权力)在一定意义上就构成了权力的合法性

基础，成为正式职位的补充，帮助领导者在组织中更

好地被人接受、稳固权威。因此，本文认为权威并不

简单仅由职位给定，而是领导者和下属之间互动和

确认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交换的问题，权力

差距可能造成组织中交流不充分、群体盲思等，诱发

决策失误，因而带来绩效波动。也就是说，个人决策

失误造成的风险，导致组织更有可能出现极端绩效

表现：正确决策辅之以有效执行会带来高效率，而对

错误决策的高效执行则会让组织陷入困境。就具体

回归系数而言，权力差距对绩效和绩效稳定性的影

响同样突出，而对绩效稳定性的研究是以往研究所

忽略的。

除了揭示“双刃剑”效应，本文还揭示了董事长

和总经理之间的凝聚力作为一种团队的结构构型

(搭配)，能够增强权力差距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并同时

减弱对绩效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凝聚力和融洽的关

系使得二把手(和组织高层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能
够在尊重一把手权威的同时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信

息(尤其是不同意见)，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的科学

化，避免重大决策失误，提高组织绩效并保持绩效稳

定性。一言以蔽之，权力差距配合以团队凝聚力，才

能实现活力与秩序、信息与权威、科学决策与有效执

行的统一，达成高绩效的同时保证绩效稳定性。我

们的发现既深化了高阶梯队理论中团队凝聚力的有

关认识，也为平衡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提供了

启发。本文进一步揭示，企业特征诸如所有制和多

元化程度为权力差距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边界

条件。这种“双刃剑”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为突出，

而在多元化程度高的组织中则相对较强；这一结论

为深化理解组织结构的情景适应性提供了支撑。

因此，本文对高阶梯队理论和结构权变理论做

出了理论拓展和深化。一方面，已有高管团队的研

究主要关注其构成(composition)的差异性，即团队成

员在人口统计特征、认知、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对

高管团队内部的权力格局和权力运作研究不足，本

研究聚焦权力，揭示权力差距对绩效和绩效稳定性

的“双刃剑”效应，对高阶理论做了拓展。而且，本文

对权力的研究不仅注重权力基础的一般性(比如薪

酬差距等)，也注重权力来源的情境性，立足中国本

土实践，纳入了中国环境下有可能带来权力和权力

差距的变量(比如政治背景等)，对高阶理论的中国化

做出了有益探索。另一方面，本文对结构权变理论

做出有益贡献。一是识别了能够放大权力差距积极

作用并同时缓解权力差距消极作用的团队构型变量

(团队凝聚力)，从而为组织结构(尤其是高管团队配

备)设计提供了思路；二是也发现了权力差距效应的

边界条件，从而为不同情境下的组织结构设计和组

织与环境的匹配带来了启发。

2.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管理实践者具有如下现实

启示：(1)企业应辩证看待高管权力差距的影响。组

织的一把手需要在某些方面具备优势从而在领导团

队和整个组织中被人接受、建立权威，这对绩效是有

利的，尽管这会同时诱发绩效波动的风险。(2)企业

应积极引导高管团队树立正确的地位价值观，防止

高管团队内部地位竞争演变为权力斗争。因此，一

把手和二把手之间建立高质量的工作关系十分重

要。这样的关系不仅通过降低权力斗争促进了组织

的决策和运营，而且有利于克服不平衡权力结构带

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信息交换的缺乏。具体而言，这

种融洽的关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包括长期合

作和共事。(3)民营企业一把手应该关注自身权力差

距所带来的影响，在涉及企业重大事项时注意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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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团队与董事会的意见，减少因“一言堂”而带来

的企业绩效波动。

更有意义的是，本研究的结论并不局限于中国

情境，而可以为更广泛的背景提供启发。首先，这些

结论适用于新兴市场情境。在这些经济体中，领导

者的个人因素对于获得权威依然十分重要。此外，

即使对于西方世界，本文研究的结果也是有意义

的。如上文所提及的，世界上存在许多公司治理的

模式(Aguilera等，2015)[2]。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多

是董事长和CEO由一人担任。相反，在大多数欧洲

国家，董事长和CEO的职位往往是分离的(Desender
等，2013)[3]，责任共担，职权模糊。因此就两职分离

而言，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同欧洲模式具备相似之

处(Jiang和Kim，2015)[9]。这意味着本文的理论在欧

洲模式和存在共同领导人中的公司同样适用(Krause
等，2015)[12]。

3.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也有一些局限，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

的方向：(1)尽管本文使用了综合衡量权力指标不同

维度的方法，但本文并没有计算这些指标的可能权

重。这些指标的重要性可能有所差异，而且他们在

不同情境甚至不同组织中的重要性也可能存在差

异，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使用更加精细的测量方法

和权重。(2)本文把权威与信息作为核心作用机制来

提出假设、揭示权力差距的“双刃剑”效应，但对权威

和信息并没有进行直接测量。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

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案例研究)证实或者证伪这个论

点。(3)本文关于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关系，即凝

聚力的概念，所用的测量还比较直接。未来的研究

可以通过观测团队过程来考察高管团队的关系。

(4)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在预测某种特定的战略制定

和绩效表现的时候，究竟谁才是组织高层的核心决

策者。(5)除了本文考虑的产权性质、多元化战略外，

其他的权变因素(比如知识型或执行型组织；组织发

展的稳定时期与波动时期等情境)也具有一定的研

究意义，未来研究可以对此展开细致探讨。

注释：

①由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信念和意义系统中，被认为

是合意的、恰当的、合适的(Suchman，1995)[29]。
②参见“领袖访谈：郁亮梦想的力量”，http://www.guandian.

cn/article/20110426/108674.html。
③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级别包括国家级(=5)、省级(=4)，

市级(=3)、县级(=2)和乡镇级别(=1)以及无(=0)。本文也尝试用

管理者是否曾在政府工作作为测量，得到了一致的结果。政

府官员的级别包括九档，从最高的国家级/省一级(编码为9)到
最低的乡镇级以下(编码为1)，无为0。

④标准化处理的公式为(X-Xmean)/Xsd。当结果为负数时，

并不意味着总经理权力大于董事长，而仅仅是因为样本的取

值低于样本整体均值所致。

⑤另外两组调节效应假设H3和假设H4的图形表达也对

本文的分析结果提供了支持，备索。

⑥β系数指公司股价相对于整体市场波动比率，β系数越

大代表波动性越大，即该公司风险越高。同时，由于董事长与

总经理间共事时间的均值为 3年左右，因此本文并没有采用

常见运用三年标准差计算的风险承担指标进行度量。因篇幅

有限，详细结果未列示，备索。

⑦本文强调的这两个机制并没有穷尽其他可能，例如团

队过程，心理机制(包括CEO的认知、自恋和过度自信)、动机

机制、情景机制、组织设计、权变(匹配)效应等。但这些不是本

文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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